
□ 包伟民

业师邓广铭 （字恭三） 先生在我

国当代史学发展中的地位，论者已

多。英年早逝的刘浦江学弟 《邓广铭

与二十世纪的宋代史学》 一文，总结

最全面。今年是恭三师诞辰 110周年，

与其所创办的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

究中心成立35周年。回想当年燕园问

学，先师耳提面命，循循善诱，犹如

昨日。

（一）

现代学术研究各不同学科的发

展，除了受社会时代背景的影响外，

一个相当重要的推动因素，就是在其

创立与发展初期，一些核心学者的引

领性作用。自然领域各学科如此，社

会及人文领域的各学科也莫不如此。

我国有数千年的文明史，也有着

悠久的史学传统。尽管我国传统史学

对近代史学产生了相当深刻的影响，

不过近代史学并非传统史学的自然延

续，而是自20世纪初以来，在西方学

术的影响之下新创建的。在这一过程

中，当代宋史学科或曰新宋学的建

立，是颇为受人关注的。一方面，前

人对宋以前的历史已有不少研究，而

宋以后的历史则不然，基本只有史书

的编纂和史料的考订，没有史学可

言，所以在20世纪之前就谈不上什么

宋史研究。尤其是正史之中由元人所

编纂的那部 《宋史》，卷帙最为繁多，

缺误也最甚，历来饱受批评。另一方

面，如陈寅恪先生之所言，中国传统

文明造极于赵宋之世，元明以来，虽

然渐次衰微，然馀绪不绝。

因此，1943 年，恭三师在艰苦卓

绝的大后方抗战环境中，完成其代表

作《宋史职官志考证》，陈寅恪先生欣

然为之作序，认为“吾国近年之学

术，如考古历史文艺及思想史等，以

世局激荡及外缘熏习之故，咸有显著

之变迁。将来所止之境，今固未敢断

论。惟可一言蔽之曰，宋代学术之复

兴，或新宋学之建立是已”，视“新宋

学”的建立为民族文化复兴的一个标

志，赋予了它极为重要的意义。以至

后来季羡林先生说：“熟悉陈先生之为

人者，都知道，陈先生从不轻易月旦

人物，对学人也从未给予廉价的赞美

之词。他对恭三的学术评价，实在值

得我们注意和深思的。”

两年后，1945 年下半年，当时中

国刚刚取得了抗战的胜利，百废待兴

之机，著名史学家顾颉刚先生撰写了

《当代中国史学》一书，归纳、评点新

史学的发展现状，以为民族文化的复

兴作铺垫。他在其书下编第一章第四

节 《断代史研究的成绩》 一节中指

出：“宋史研究的成绩……邓先生实有

筚路蓝缕之功。”这实际上就是肯定了

恭三师作为当代宋史学科主要创始人

的地位。

顾颉刚先生的这一判断，是在列

举了恭三师的《宋史职官志考证》《岳

飞韩世忠年谱》《陈龙川传》，以及

《陈桥兵变黄袍加身故事考释》 等论

文之后得出的。这也就是说，在顾先

生看来，恭三师的这些研究论著，使

国人对宋代历史的认识，引向了近代

式学术研究的路子。所以后来王曾瑜

先生就认为恭三师所撰写的岳飞传，

“是在真正意义上开始了对岳飞的科学

研究”。

当然，观察近代史学之中“新宋

学”这一学术领域的创立，不能局限

于其早期的初步发展。从某种意义上

讲，陈、顾两位先生的评价，更多还

表达着一种期许。恭三师后来刊布的

大量论著，进一步向我们展示了他对

宋史研究作为一个学科体系整体布局

的考虑，以及对学界的引领作用。在

这一方面，恭三师在他的 《邓广铭学

术论著自选集·自序》 中，有过相当

清晰的梳理。

在说明了他自己为什么选择以宋

史为毕生的研究领域，是“为我所居

处的人文环境、时代思潮和我国家我

民族的现实境遇和我从之受业的几位

硕学大师所规定了的”这一原因后，

恭三师归纳自己具体的研究议题，“我

的研究取向则是倾斜于政治、军事、

学术文化诸方面。就此诸方面的静态

现象说，是一些典章制度之类的东

西；就其动态现象说，则离不开从事

于政治、军事、文化、教育等等事业

的人”。这样一个研究范围，除去在多

种因素影响之下、于20世纪后期才赢

得学界更多关注的社会史等领域外，

几乎就是涉及了当年关于两宋历史文

化研究的所有方面了。

不过在我看来，恭三师对宋史学

科体系的规划，还更多地体现在他一

再强调的，应该视辽、宋、金、夏各

王朝史为一个整体展开研究，即所谓

“大宋史”的理念之中。对于在“大宋

史”的范畴内展开学术研究，恭三师

是身体力行的。他的《自选集》，就选

录有 《〈辽史·兵卫志〉 中 〈御帐亲

军〉〈大首领部族军〉 大事目考源辨

误》 与 《〈大金国志〉 与 〈金人南迁

录〉 的真伪问题两论》 这两篇在辽金

史领域的代表作。所以漆侠先生认为

在宋辽夏金断代史方面称得上通才

的，只有恭三师一人。

只可惜，引领者常不免孤独，今

天宋辽金夏史各领域的学术发展仍分

多于合，与恭三师“大宋史”的理念

存在着相当的距离。因此在研究领域

方面不断拓展视野，触类旁通，是我

们今后应该努力的重要方向。

（二）

所谓学科体系的规划，具体还表

现在学者能不能提出一些提纲挈领式

的核心学术议题，以引导学科的健康

发展。恭三师不但提出了关于宋代历

史的一系列核心议题，还对其中许多

议题展开深入研究，其所提出的一些

重要学术观点至今仍难被超越。他在早

年论著中所得出的一些结论，例如关于

宋代政治体制、北宋变法运动与政治走

向、宋金和战关系，以及关于宋人存世

文献的考订、批判的准则等，勾勒出了

今天我们理解两宋时期历史的基本

线索。

关于恭三师所提出的核心议题对于

学术史的影响，我印象较深刻的例子有

两个，一是关于“宋学”。

所谓“宋学”，与前文陈寅恪先生

所言、研究包括“考古历史文艺及思想

史等”有关宋代学术全部内容的“新宋

学”不同，是指一种相对狭义的、针对

儒学经义的研究。1984 年，恭三师在

《略谈宋学》 一文中，勇于自我否定，

首先承认自己早年提出的关于“支配两

宋三百多年的哲学思想，是理学”的论

断，“完全说错了，是亟应加以纠正

的”。接下来他指出：“如果把萌兴于唐

代后期而大盛于北宋建国以后的那个新

儒家学派称之为宋学，我以为是比较合

适的。……理学是从宋学中衍生出来的

一个支派，我们却不应该把理学等同于

宋学。”因为理学之形成为一个学术流

派，并在当时的部分学士大夫中间形成

一种言必谈修养、说性命的风气，乃是

在南宋高、孝两帝之间的事。而在北宋

后期差不多六十来年时间里，执思想界

牛耳的，乃是以王安石为代表的荆公新

学。当时尽管有二程、张载等思想家的

出现，他们也都收徒讲学，却还远远没

有形成各自的学术流派。只是在南宋以

后，随着熙丰新政形象的逆转，以及理

学兴起、理学家们掌控历史书写，以至

荆公新学被有意冷落，误导了后世对宋

代儒学史的理解。

恭三师在自我否定基础之上提出的

“宋学”这一议题，无疑对宋代儒学史

给出了更为准确的理解，厘清了两宋时

期各不同思想流派相互间的关系，开拓

了研究者的视野。不少学者正是在这个

议题的引领下，展开了关于宋学的专题

研究。其中尤为重要的有两部著作，

它 们 都 是 在 恭 三 师 直 接 指 导 下 完

成的。

第一部是陈植锷的《北宋文化史

述论》。1982至 1984年，陈植锷在恭

三师指导下攻读博士学位，他完成了

以讨论宋学为中心的博士学位论文，

经修改后正式出版，就是这本《北宋

文化史述论》。此书以集中反映赵宋

王朝文化特色的宋学为核心，深入探

讨宋学产生的时代背景、宋学的发展

及其诸阶段，揭示了宋学的主题及其

议论、怀疑、批判、创造、开拓、实

用和兼容、内求等基本精神，论证宋

学对佛老思想的积极吸收，论述宋学

在北宋其他文化层面——宋文、宋

诗、宋词、宋画、宋代科技中的具体

表现，指出了宋学精神的博大精深和

无所不在，展现了北宋文化丰富多彩

的内容。从某种程度上讲，《北宋文

化史述论》具体论证与展现了恭三师

关于宋学的一些思考，因此恭三师对

它比较满意，特意为之撰写了题为

《宋代文化的高度发展与宋王朝的文

化政策》的序文。在这篇序文中，他

再一次强调，在北宋初叶以后的一些

以儒家面目出现的学者，例如胡瑗、

王安石等人，“固然已经大异于由汉

到唐的那些拘守章句训诂之学的儒家

学者，却也绝对不是春秋战国期内儒

家学术的再版”。他们所致力的学术

领域已经大大拓展，他们所探讨的义

理也远比前人深奥精密，“对于这样

一些先后辈出的学者，对于这样一些

先后被开拓的广阔学术研究领域，只

有一个最为适合的概括称号，那就是

‘宋学’”。

另一部是漆侠先生的《宋学的发

展和演变》。漆侠先生于 2001年底遽

然离世，此书未能最后完稿，但已经

完成原计划二十三章中的绝大部分章

节。据李华瑞教授于今年所刊发的

《怀念邓广铭先生》 一文的说明，原

来此书就是受恭三师的嘱托而写。漆

侠先生在完成大纲后，曾让李华瑞送

给恭三师，请他过目，恭三师对大纲

作了详细的批改。所以，漆侠先生

《宋学的发展和演变》 研究计划的提

出，与其具体的展开，都是在恭三师

的指导下进行的。

这些优秀研究论著的不断推出，

大大推进了我们对宋代儒学的认识。

另一个重要的例子，就是关于赵

宋王朝“家法”或曰“祖宗之法”的

研究。

在恭三师的 《自选集》 中，收录

有一篇题为 《宋朝的家法和北宋的政

治改革运动》 的论文。这篇论文叙述

了自立国至宋神宗熙丰年间的北宋政

治史，看似简略，实际上是以一个核

心概念来梳理北宋前期的政治史，那

个核心概念就是赵宋王朝的“家法”。

论文指出，赵匡胤立国之初，“如何能

免于再成为第六代短命王朝，这是他

处心积虑想要加以解决的一个问题”。

“因为在夺取政权之初，对内部的篡夺

成风的局势必须刹住，对外部的分崩

离析局面也必须加以结束，而且还要

防范其重演。赵匡胤在即位之后，在

政治、军事和财政经济诸方面的立法

都贯串着一个总的原则：以防弊之

政，为立国之法”。这一家法，为宋太

宗赵光义及以后诸帝所用心奉行，成

为其治国的基本纲领，影响到了国家

行政的各个方面。恭三师就这样为宋

代政治史确立了一个中心议题。

学术史上深受这一中心议题影响

而推出的一部最为重要的研究论著，

就是恭三师的女儿邓小南教授所撰之

《祖宗之法：北宋前期政治述略》。邓

小南坦陈：“二十年前，我在北京大学

历史系毕业不久，第一次读到父亲论

述赵宋‘祖宗家法’的文章，正是这

篇文章，使我开始注意到这个问题。”

她在书中明确指出：“有关‘祖宗之

法’的讨论，涉及宋代政治史上的核

心问题。……离开对于‘祖宗之法’

的深切认识，就难以真正透过表层问

题揭开宋代政治史的奥秘，同时也难

以真正把握宋代制度史的精髓。”当

然，除了在政治运作与制度设计各个

层面，详细地论证了北宋诸帝如何落

实“以防弊之政，为立国之法”的家

法之外，邓小南也对恭三师所提出的

这个中心议题作出了重要的深化与拓

展，那就是在关注“君”这个侧面的

同时，更从“臣”——也就是儒家士

大夫们的层面，来分析讨论他们如何

建构、阐释、利用“祖宗之法”的说

法，来处理其与君权以及其他相关的

问题，以致在北宋政坛形成了一种独

特的、以祖宗之法为核心的政治模式

与政治文化。

从 《祖宗之法：北宋前期政治述

略》 出版后所产生的持续的学术影

响，我们可以从中观察到一个作为引

领者的学者与其所提出的核心议题，

对学科发展所可能产生的推动力。

（三）

一个学术领域的学风建设与方法

引导，对于它的健康发展往往具有基

础性的意义，因此也是恭三师极为关

注的方面。

1980年 10月，中国宋史研究会在

上海召开第一届会员代表大会，宣布

成立，并从此形成了选编大会论文出

版 《宋史研究论文集》 的传统。在首

届代表大会上，恭三师被选为会长，

后来他连任三届。在他作为主编为年

会论文集所撰写的那几篇序言中，几

乎无例外地都在强调一个问题，就是

要树立实事求是的学风。

所谓实事求是的学风，既是一种

根本性的思想取向，也是一种基础性

的研究方法。恭三师在他的 《自选

集》序言中就明确宣布，“我所写出的

文章，只是阐发我自己的见解，而绝

无代任何一位圣贤立言的教条主义的

八股文式的作品；而且只是实事求是

地，以符合于当时当地的社会经济发

展的实际情况为依据，而绝不去东拉

西扯，生搬硬套，并坚决反对这种做

法。”他还特意举了自己所写的《唐宋

庄园制度质疑》 一文来作说明，认为

有些人学取日本某些学者的办法，将

出现于欧洲中世纪的庄园制度搬到中

国来，“不免太践踏了历史”。如果说

这只是体现了他对自己治学所奉行的

“高明者多独断之学”的原则，那么，

时值“文革”结束不久、思想文化各

界都反思教条主义流弊之际，恭三师

在几篇年会论文集的序言中一而再、

再而三地强调实事求是的学风，在回

应时代要求的同时，更殷切的当然就

是希望为整个宋史学界建设健康学

风、引导科学方法，来贡献自己的

努力。

在 1987年年会论文集中，他更是

撰写了题为 《学术研究中的实事求

是》 的专文，作为论文集的代前言。

在文章中，他以学术史上关于土地制

度与农民起义研究这两件事情为例，

来说明克服教条主义、“理论运用的实

事求是”的重要性，并且直言，正是

理论运用的教条主义，“拖延了我们史

学研究的发展进程”。同时，还举了关

于王安石思想研究的例子，来说明

“使用资料的实事求是”的重要性。

我当初投入恭三师门下，攻读博

士学位时，就被他安排了写作一篇类

似于“入门测试”的命题作文，讨论

宋代的货币地租问题。

在存世的宋代文献中记载有不少

农民以钱币交纳地租现象，有一些学

者对此有专文讨论，认为宋代出现了

货币地租，意义重大。那样的论断，

当然是因为他们参照了马克思 《资本

论》 中所归纳的欧洲中世纪地租形态

的发展模式，认为从劳役地租、实物

地租，到货币地租，地租形态的这种

进化序列，反映了社会形态的演进。

等到货币地租占地租形态的主导地位

时，“整个生产方式的性质就或多或少

发生了变化”。换言之，农业资本主义

生产形态也就从中产生了。我在恭三

师的指导下，经过细心的“考索”，才

发现宋代文献中所记载的农民以钱币

折纳地租的现象，集中在他们所承佃

的官田地租上面。而其中的主要原

因，则是政府出于财政调拨的需要，

强令农民以钱币折纳地租，并不是农

民的生产已经商品化了，自己主动地

出售产品换取货币，才导致以货币纳

租现象的产生。因此，宋代农民交纳

钱租只是一种表象，他们更为实质性

的生产形态并无多大变化，也就无法

与经典作家所关注的社会形态问题产

生关联。这就证明了，仅看到农民以

钱纳租，就认定具有“重大意义”，是

学术研究中比较典型的未能“实事求

是”的教条主义现象。由此可见，恭

三师以讨论宋代货币地租为中心，向

我布置命题作文，其目的就是为了指

导学生摆脱教条主义，养成实事求是

的学风。

恭三师对于我完成的那篇测试作

业大概是满意的，因此后来他在 1992

年年会论文集序言中，在再次谈到实

事求是学风重要性，举出宋代农民以

钱币纳租的例子时，认可了我在文章

中对这种现象拟定的一个概念：“折

租”。他说：“照我的意见说，中国社

会经济的发展史上，根本没有资本主

义萌芽的阶段，资本主义的成份，是

由外国的经济侵略带来的。……直到

全国解放之前，也没有出现实行货币

地租的地方。唐宋以来出现的折租，

决非货币租 （它与 《资本论》 所说货

币租发展于农业最发达的地方的是不

符合的。这也是教条主义的余波，是

硬要把曾经再现于欧洲的一种情况套

用在中国）。”

如果说近年来我国的宋史学科学

风建设已经取得了一些成就，那无疑

是与恭三师多年来的这种努力分不

开的。

邓广铭 （1907—1998 年），字恭三，山

东临邑人，历史学家、史学教育家。北京

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北京大学中古史研究

中心主要创办人。创史学“四把钥匙 （年

代、地理、职官、目录） ”之说，影响深

远。现代宋史研究奠基人、中国宋史研究

会 首 任 会 长 ； 考 索 之 功 与 独 断 之 学 兼 备 ，

擅长写作历史人物谱传，有“四传 （传主

陈 龙 川 、 辛 弃 疾 、 岳 飞 、 王 安 石） 二 谱

（谱主韩世忠、辛弃疾） ”传世。著述被整

理为十卷本 《邓广铭全集》。

邓广铭

——记著名历史学家邓广铭先生

深耕易耨寸田中 文章一代振新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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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

进，造极于赵宋之世”。陈寅恪的这一

论断，几为今日学界共识。就政治文明

而言，北宋之制度建设、政治风气与人

物风流交相呼应，熠熠生辉，一度达到

整个帝制时代的巅峰。金元而后，落后

的北族文化因素进入，汴京风流，终成

绝响。今日欲求民族文化之复振，须自

了解过去始，不虚美，不隐恶，老老实

实盘点我们的家底。认识宋朝，首先要

攻克制度关。

宋朝制度，名实错杂，序列繁复，

调整变化不断，在国史各断代中号称最

难。邓广铭把“职官”列为史学的第三

把钥匙，良有以也。而 《宋史·职官

志》 又是元朝人匆匆忙忙搞出来的，颇

多错漏讹舛，对于它的考据、校勘因而

成为宋朝制度研究的起点，这就是邓广

铭的 《宋史职官志考正》。沿此路径前

行，终成大观的，是龚延明的 《宋史职

官志补正》 和 《宋代官制辞典》。

1980年代以来，宋朝制度专题研究

大热，题目或大或小，大可覆盖某一制

度领域，比如“官僚制度”“选任制

度”；小可专究一机构、职位、官衔，

比如“转运使”“知州”“通判”。无论

大小，皆以“填补空白”为标榜，一时

风气，似非“填空”不可以为题。“填

空”研究成绩卓著，问题突出。成绩是

展示了宋朝政府各级各类机构、重要制

度的基本结构和主要内容，为进一步研

究奠定了基础。问题是对制度的描述基

本上是在宋元官制史料的引导下进行

的，史料愈集中则描述愈细密，史料愈

稀薄则研究愈疏落；较少区分史料中的

事实陈述与主观评判，忽略史料的时间

性与具体语境；多静态、单线条展示，

对变化与复杂性缺乏足够关照；又因追

求“填空”之故，学者间缺乏严肃认真

的讨论，多数研究浮在面上，沉不下

去。此类研究就像传统博物馆中的文物

陈设，单摆浮搁，既不见制度与制度之

间、制度与人之间、制度与时代之间、

制度与同时代其他方面之间的关系互

动，亦不见制度自身的复杂变化过程。

“填空”研究之外，别有一途，曲

巷通幽，撇开宋人议论、元人观察，直

接与史料对话，实事求是。比如宋朝宰

相不掌军政，而以枢密院为最高军事机

关，这是事实。但这一事实是怎样形成

的？《宋史·职官志》 说：“宋初……置

枢密院，对中书 （即宰相府） 对持文武

二柄，号为‘二府’。”也就是说，为加

强皇帝集权，宋朝特地设置枢密院以分

割相权。多数现代学者对此说深信不

疑。而苏基朗、梁太济的研究则发现，

真实情况是：宋朝建立以前，枢密院已

经侵夺相权、架空宰相，有“取而代

之”之势。宋初的做法，恰恰是“削枢

密之权，以实中书之任”——历史真相

与传统说法南辕北辙。明白了真相，我

们才能对变化的内在逻辑作深入探讨。

两位学者的研究，近乎于“活的制度

史”。

“活的制度史”是邓小南于 2001 年

提出的制度史研究新范式，它强调“作

为过程”的制度史，强调制度内部、制

度之间以及制度与非制度因素之间的相

互关系，“首先是指一种从现实出发，

注 重 发 展 变 迁 和 相 互 关 系 的 研 究 范

式”。类似的史学追求，在 2001 年之前

不得谓无；而新范式的提出，则起到了

凝聚议题、指示方向的作用。此后至今

16年来，宋代制度研究大多以“活的制

度史”为标榜，研究品质有较大提升。

首先是史料的解读能力日趋提高，注意

区分看法说法与事实陈述，分辨史料的

时间性。其次是打破朝代界限，对传统

官制史料缺略而又实际存在的制度与变

化进行了揭示。最后，是对“关系”的

重视，逐渐打破了制度研究与宋史其他

领域之间的壁垒，让研究呈现出更为综

合复杂也更真实的面貌。

任何一领域之学者，都是此领域的

知识开拓者，所服务的对象，是民族国

家乃至整个人类。制度研究是我们认识

宋朝、盘点民族文化遗产的基础。从考

据校勘到“填空”研究，再到“活的制

度史”，宋朝制度研究走过了百年长

途。前路漫漫，学者仍须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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